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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通过政策工具干预供给者的行为，激励其做出符合私人和公共利益的决策。 为探究政府、市场在政

策干预中的作用，将政策工具主要分为市场化工具以及非市场化工具，分析政策工具的干预方式，并对适用范围进行界定。 为

进一步探究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成效，围绕其现行制度下的合法性（即符合公共利益且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接受），研究

以收益分配及产权义务为纲，引入收益及产权矩阵。 依据收益在社会及私人之间的分配及应尽产权义务的范围，政策干预原则

主要分为污染者付费、受益者付费、结构调整及能力建设 ４ 类。 在此基础上，对已有政策工具在矩阵框架下的分布进行合法性

分析。 研究结果既有助于对政策工具的全面深入理解，也将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科学决策。 通过制定合法性的激励机制，解决市

场失灵，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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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入手，生态产品因为其给人类带来了满足感而具有价值，其价值基础是赋予人

类效用（或福祉）的能力［１］，生态学家、经济学家等在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与之相关的分类、物质量和价值

量评估等工作成为近二十年来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的热点问题，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也是现阶段的难点问题［２⁃４］。 在生态产品供给中，外部性的存在产生“搭便车”行为，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失灵。 政策对供给生态产品、纠正市场失灵具有间接作用，因而要发挥政策干预的作用，引导供给者的行为，
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即对外部性进行付费或补偿。 生态文明制度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挥

政策工具作用，建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供给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目前，政策工具主要有税收、补贴、权利或许可证交易（包括抵消）、规制、消除市场摩擦等［５⁃７］。 但研究表

明，经费来源不稳定、社会认知不足、分类标准不统一等原因导致政策工具在实践中不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

条件，所以需要围绕其理论基础、正当性进行系统研究［６， ８］。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已有政策工具，并将其分为市

场化工具及非市场化工具。 在政策工具的基本分析部分，既分析其干预方式，并对其适用范围进行界定。 考

虑到多种政策工具可能解决同一问题，但成效存在差异，所以研究引入收益及产权矩阵，以收益分配及产权义

务为纲，对现有政策工具（市场化及非市场化工具）的合法性进行详细阐述并进行分布研究。 研究结果将有

利于政策制定者科学决策，为生态产品价值试点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生态文明

提出了新要求。 生态产品，狭义上单指生态系统调节服务，而广义范畴等同于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

统获得的各种惠益［３］，包括生态有机产品、调节服务以及文化服务。
生态产品影响个人和社会的福祉水平，但很少反映在现有经济激励上。 通常，那些提供生态产品的人不

会因为其为他人提供惠益而得到收益（如水源地上游植树造林），而那些减少生态产品供给的人也不会承担

他们强加给其他人的所有费用（如排放污染物），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市场失灵，即按照理性人假设，个人为自

己的利益最大化采取行动，可能导致生态产品供给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外部性存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交易成本较高、产权界定不清、信息不对称、市场规模小等［６］。 这些因

素的一个或多个都可能同时导致生态产品供给不足。 如，信息不对称影响消费者对生态有机产品的消费意

愿，受益主体、产权界定不清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多依赖政府及公益组织资金支持［９］。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要在政策干预下，真正反映生态产品的价值（成本或收益），推动生态产品的持续、

有效供给。 因生态产品价值（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及存在价值）的多样［１０］，其价值实现的

途径也不同。

２　 政策工具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应用

理论上，政策干预可以解决市场失灵。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建立市场交易机制或非市场的管理方式，
调整私人成本（收益）同社会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减少“搭便车”行为的发生，实现外部性内部化。
２．１　 政策工具的作用

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市场在生态产品的供给中失灵，导致供给不足，自然资产质量下降。 这也说明了市场

机制并非万能，价值实现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公共物品属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公地悲

剧”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对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的研究。 经济学家庇古提出通过征收税收或补贴以弥补市

场失灵的缺陷。 科斯提出通过界定清晰产权消除外部性［１１］。 目前，多种政策工具可被用于对生态产品供给

过程中的收益或成本进行干预［８， １２］，通过影响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行为，做出符合私人和社会利益的决定［９］。

７４７８　 ２３ 期 　 　 　 高晓龙　 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工具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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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政策工具的分类

政策工具的应用在强制性、可预见性、自由度、直接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主要差异更多在于是否采用市

场的手段［５， ７］。 市场机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非市场化机制以规制为例也是必须的。 为探

究政府、市场在政策干预中的作用，研究将现有政策工具分为市场化工具、非市场化工具 ２ 类。

表 １　 政策工具干预方式及适用范围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分类
Ｃｌａｓｓ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政策工具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政策干预方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政策适用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ｏｐｅ

非市场化工具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规制 制定文件、方案、规划并要求落实
适用于管理成本较高、系统性、紧迫性问题，如“三
线一单”、保护地划定

共同治理
设计由生态产品供给者组织和管理的
持久合作机构

资源用户规模在 ５０—１５０００，且基本依赖于此资产
维持经济福祉，如高山草甸和森林、灌溉系统等，不
包括不可再生资源、丰富的资源以及具有强外部性
的资源

政府供给 代表土地所有者身份采取行动
受益者不易识别，且交易成本较高的纯公共物品，
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等

宣传教育
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或激励方式，使目标
对象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发展

主要针对人的行为习惯、认知水平，比如节水节电、
保护野生动植物等

市场化工具
Ｍａｒｋｅｔ⁃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税收
参照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成本对价格
进行调整

可监测、可量化的点源排放，如碳排放、水资源取
用、污染物排放等

补贴
参照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成本或效益
对价格进行调整

适用可监测、可量化的土地用途变化，比如退耕还
林、土地休耕、生态公益林管护等

权利或许可证交易
制定实现或维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
目标，创造稀缺性，完善交易机制

可监测、可量化的活动，碳排放、雨水截留等点源，
农业氮、磷等非点源

消除市场摩擦
认同供给生态系统服务的生产活动，提
高市场机制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或增加信息供给，比如标准、认证、生
态标签、道德投资计划、能力建设

２．２．１　 市场化工具

市场是纠正因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１３］。 信息不对称、产权界定不清、低于经济和环境成本

的生态产品价格导致对自然资产的过度利用，虽然自然资产退化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但同样可以通过市场手

段来解决［１４］。 市场机制为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提供了成本最低的途径，允许个人在资源分配方面具有灵活性，
并为创新提供持续的激励措施［９］。 实践中，税收、补贴、权利或许可证交易、消除市场摩擦等都被认为市场化

工具，即以功利的视角看待自然，对生态产品的价值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不同方法定价，从而为潜在交易设定价

格或计算成本效益。 市场化工具的核心是将生态产品货币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７， １４］。
（１）税收

税收，也被成为环境税，作为典型的财政政策工具被广泛适用，其遵循庇古税（Ｐｉｇｏｕｖｉａｎ Ｔａｘ）的原则。 根

据该原则，人类活动负外部性的存在要求政府部门通过价格信号调整激励机制。 环境税的可以间接通过单位

投入（化肥、农药投入强度）或单位面积（开发土地的面积）征收，抑或是直接征收“碳税”，以降低人类生产行

为对气候变化、自然资产损害的影响［７］。 为控制污染排放，减轻对自然资产的损害，各国政府立法征收以环

境税、资源税为主的税种，一方面通过将税收成本纳入企业成本以自行决定污染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借此为污

染场地治理、污染物监测、生态承载力提升等筹集资金。 此外，可以通过税收抵扣、减税、免税、冻结或缓缴等

鼓励具有正外部性行为。 目前，税收工具适用于可监测、可量化的点源排放，如碳排放、水资源取用、污染物排

放等［９］。
（２）补贴

补贴可以理解为反向的庇古税，鼓励正外部性行为，弥补采取正向行为人的物质投入、资金投入或机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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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７］。 这同我国政府提出的“生态保护补偿” 一致，目前最典型的就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ＥＳ）。 与缓解银行基于干扰者付费（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ｒ Ｐａｙｓ） 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基于受益者

付费（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Ｐａｙｓ）或者管理者盈利原则。 根据经济学家 Ｗｕｎｄｅｒ（２００５）年提出的代表性观点，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是一个自愿、附条件的交易，至少有一个卖方，一个买方，并且具有明确定义的生态系统服务［１５］。 ２０１５
年这一概念修正为： 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与供给者之间，以双方商定的自然资产管理规则为条件，以产生非

现场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的自愿交易，从而与其他正向环境激励工具区分开来［１６］。 目前，南非“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纽约 Ｃａｔｓｋｉｌｌ 供水项目、厄瓜多尔基多水基金、世界银行在尼加拉瓜 Ｍａｔｉｇｕáｓ⁃Ｒíｏ Ｂｌａｎｃｏ 森林畜牧项

目［１７］、密云水库上游“稻改旱”项目［１８］、美国土地休耕保护计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关坝沟流域自

然保护小区等都是通过补贴增加生态产品供给者的收益，只是在补贴标准、补贴方式、补贴主体上存在差异。
原则上，提供给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补贴或报酬应当不低于他们从替代土地利用中获得的额外收益（或者不改

变土地用途），且应当不高于生态产品受益者获得的收益。 许多 ＰＥＳ 方案对约定的生产行为采用单位面积固

定付费，或者根据所供给的生态产品价值、生态产品供给的成本或两者的融合，可以在空间或代理机构之间区

分付费［１９］。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模式适用于可监测、可量化的土地用途变化，比如退耕还林、土地休耕、生态公

益林管护等。 不过，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在多数情况下由政府主导，甚至可能不包含交易的成分。 特别是当产

权不明晰以及交易成本很高时，政府作为受益者代表通过财政资金付费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３）权利或许可证交易

在特定领域，基于新的制度要求，生态产品利益相关方可以在新建立的市场里就权利、许可证等进行交

易［７］。 其中，提供生态产品供给、且生产成本或经济利润表现较好的生产者或土地所有者可以从其他参与者

手中购买权利或许可证。 这被验证是合理的，能够以更低的社会成本保护自然资产。 该政策工具有多种形

式：限额交易（温室气体排放权）；渔业配额转让（允许渔民购买配额获得捕捞的许可）；水权交易（取水权或用

水许可）；缓解银行（要求减少生物多样性的土地开发商购买其他参与者的土地信用）；巴西的可转让发展权

（土地开发的发展权利可以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进行交易） ［７］。 抵消（Ｏｆｆｓｅｔｓ），是限额交易的衍生机制，如碳

汇交易，可以增加限额交易的灵活性和操作空间。 目前，权利或许可证交易政策适用于可监测、可量化的活

动，比如碳排放、雨水截流等点源排放，以及农业氮、磷的非点源排放［２０⁃２１］。
（４）消除市场摩擦

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中，生态产品的供给者通常比受益者更了解供给成本、所用技术等信息，从而获得信

息租金。 而生态有机产品、生态旅游除了提供物质产品和第三方服务，还提供了调节服务，这同单一的生态系

统服务付费不同，需要向消费者传递这一信息，以促进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 例如雨林联盟认证（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咖啡、森林认证、中国农产品“三品一标”等。 由独立第三方对产品、服务进行认证，消除

市场摩擦，生态认证后标记于产品投入市场，获得价格溢价和更稳定的供应链关系［７］。 消除市场摩擦可以将

环境和经济目标相联系，在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保证了价值实现方式的灵活性［１４］。 目前，可以

通过标准、生态认证、生态标签、道德投资计划、能力建设等降低交易成本或增加信息供给，促进更多生态产品

的供给。
２．２．２　 非市场化工具

市场化工具并不是应对所有市场失灵的万灵药，也不能替代政府规制，因为市场失灵并不总是生态产品

供给不足、自然资产退化的原因，因此市场也不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毕竟建立市场机制需要考虑时间、发展

阶段等因素，所以中短期内，仍然需要政府加强监管、提供财政支出，以激励有利于生态产品供给的土地利用

方式［９］。 非市场化工具主要包括规制、政府供给、共同治理以及宣传教育等。
（１）规制

规制（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或命令控制型工具被认为是机械、直接和低效率的［９］，但规制的存在却仍然是必要的。
规制通常以法律、政府文件、方案、规划的形式实施。 规制的强制性特征，通常意味着较低的政治支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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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是指工具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行为，而不是仅仅鼓励或压制行为。 由于许多生态产品是由私人拥有的自然

资产提供的，强制性政策在政治上可能难以执行，只有在整个生态系统受到威胁并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情况

下才有必要［５］。 规制主要适用于管理成本高、系统性、紧迫性问题，比如我国推行的“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规制工具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或易

遭受破坏的土地的用途或开发进行管理，具有高度的强制性，通常需要广泛的管理和监督，成本高，执行有力，
但对于区域发展是不公平的。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落实将保障国家生态空间得到有效保护，生态功能保持稳

定。 但相应的与之相关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也要加强，以平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同生态保护之间的

关系。
（２）政府供给

政府作为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在受益者识别不清、管理成本较高时，可以作为买方垄断，实现对公共物品

的供给，在某些情况下是高效、公平的，目前更多适用于纯公共物品的供给，比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

等［５］。 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土地休耕、自然保护地划定等都是政府作为垄断买方供给生态产品的典

型［１， ２２］。 我国已建立逾 １．１８ 万个自然保护地（不包含近 ５ 万个自然保护小区），覆盖我国 ９０％的自然生态系

统类型、８５％的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和 ８６％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种类，总面积覆盖了我国陆地面积的近

１８％［２３］。 为提高政府供给的效率、降低道德风险，需要对政府供给的方案或规划进行科学论证，同时加强考

核和监督［２４］。
（３）共同治理

依据竞用性和排他性的有无，公共物品可以分为纯公共物品、公共池塘资产、俱乐部产品、市场物品、低效

市场物品 ５ 类［５］。 哈丁“公地悲剧”的提出是基于公共池塘资产（公共草地）的破坏，从而引发对共同治理机

制的研究。 公共池塘资产产权归集体所有，具有竞用性，但具有非排他性，任一资产使用者施加的影响都会影

响其他利益相关方，且不用全部承担可能造成的所有成本。 “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导致资产必然遭受损失。
通常采取政府管制或私有化。 除此之外，Ｏｓｔｒｏｍ 从理论与案例的结合上提出了通过自治组织管理公共物品

的新路径：设计有生态产品供给者组织和管理的持久合作组织［２５］。 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ＢＮＲＭ）在此基础上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２６⁃２７］。

（４）宣传教育

意识对行动的影响缓慢，却是有效的。 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分类中存在价值或选择价值的定义，便
是体现人类对自身无知的清醒认识。 有关生态产品或自然资产价值的研究警示人们对自然应该采取审慎的

态度。 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安全的认知是缺乏的。 宣传教育可

以直接针对潜在的生态产品供给者，且非常有效，所以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比如，倡导养成节约资源的消费习

惯；向农民普及土地的最佳管理措施（Ｂ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以提高土壤生产力和增强碳汇，减少水土流

失等。 但是，在机会成本很高，实施成本也很高的情况下，宣传教育仍不足以引起其行为上的变化［５］。
２．３　 工具的选择

不管政策工具类型如何，都是通过影响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行为，以此为基础做出符合个人和公共利益的

决策。 基于市场的工具并不要求生态产品供给者无私地提供公共产品，而是遵循理性人的假设，做一个自私

的生产者。 假设所提供的政策工具设计的好，每个生态产品供给者在空间和时间上灵活多样运行经济合理性

实现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内部化，或生产额外的公共产品以实现政策目标。 以市场为主的政策工具给生态产品

供给者灵活的空间，可以避免产权受到侵害的冲突，毕竟冲突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管理的不确定性和争议，特别

是通过规制手段［９］。 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保证了参与并降低了交易成本。 然而，并不是说基于市场的政策

工具便是解决市场失灵的灵丹妙药，尤其当冲突的重点是自然资产政策的目标，而不是手段，或者冲突的重点

是私人生态产品供给者应该为实现这些目标承担多少责任。 此外，有些对人类至关重要、需要快速做出决策

的情形，非市场化的工具是必要的，有时也是市场工具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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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分析

多种工具可能解决同一问题，但成效存在差异，这既可能源于工具的理论基础差异，也可能是政策工具的

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 因为产权关系，设计政策工具促进生态产品生产者增加供给是有效和可行的，但限制

生态产品受益者对生态产品的需求则是不可行的。 如何针对具体情形更有效地保障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需
要在现行制度下，对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进行深入研究。

图 １　 收益及产权矩阵：框架及政策干预的原则［９］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３．１　 收益及产权矩阵

收益及产权矩阵是将生态产品的收益及产权归属

置于一个坐标系，横轴反映的是从保护或加强生态系统

过程和产品的行动中获得的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的相

对分布；纵轴反映了供给者在生态产品生产中所需承担

的管护义务，或超出其义务范围的需要［９， ２８⁃２９］（图 １）。
主要目的：第一，表征生态产品的性质，以及随后从生态

系统管理中产生的收益在社会和私人之间的分配。 第

二，在自然资产的使用权和提供生态产品的范围内，对
环境和其他资源的管护义务可在此职责范围内或超出

范围有更高的要求。 例如，管理部门对水源地周边土地

管理的要求高于非水源地区域。 第三，依据上述关于生

态产品收益分配及产权义务的假设，可以科学选择相应

的政策工具［９］。
所谓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取决于公共利益与更广泛

的社会接受，即现行制度下私人在供给生态产品的行动中是否得到补偿。 如果不能与政策工具相匹配，那么

生态产品供给者和公众对利益分配和权利、义务分配的信念很可能会破坏方案的合法性，导致政策失灵。
干预生态系统过程的权利是自然资产产权所固有的。 产权可以界定为与访问特定资产相关的权利和义

务的集合。 产权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与生态系统过程相关的权利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生态产品供给者可能将

危害或惠宜转移给他人（即外部性）。 政策干预的权利往往具有强烈的文化或意识形态，但危害或惠宜的转

移并非不可避免。 政策工具可以明确地对自然资产中的财产权与特定的生态系统过程中的权利进行干预。
３．２　 政策干预的原则

图 １ 给出了环境政策工具的干预原则。 在图 １ 建立的收益及产权矩阵中，两轴的交叉形成的象限为政策

工具建立了合理的空间。 连续的轴线，保证与生态产品相关的收益和产权义务可以共享。 矩阵为识别和阐述

政策的重要特征提供了具有启发式的框架。
象限 Ｉ：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被视为公共物品。 而且，与之相关的规定被视为对生态产品供给者或资产

使用者的合理期望。 此种情形下，主要的政策选择是规制。 政府可以对资产使用进行法律限制，或者强制执

行具体的管理行动。 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点源污染物实施实时监控并征收环境税，表现为“污染者付费”
（Ｐｏｌｌｕｔｅｒ Ｐａｙｓ） ［５］。

象限 ＩＩ：产品仍然主要是公共物品性质的，但服务的提供被认为是超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合理预期

或义务范围的。 此种情形下，政策选择上主要是通过补偿供给者在供给生态产品时产生的机会成本（例如生

产损失）或补贴此类行动的直接成本（例如物质、劳动投入等）。 这里适用“受益者付费”（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Ｐａｙｓ）的
原则［５， １６］。 从道德或法律视角来看，供给所需生态产品可能被视为侵害生态产品供给者的财产权利，或者超

出可能被认为公平的财产权利，同时，在机制上缺乏要求私人供给者采取行动提高社会福祉水平的合法性。
象限 ＩＩＩ：受益群体是私人，但对产品的供给要求超出了供给者的合理期望。 对提供产品的行为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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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错的选择，但缺乏政治上的正当性。 结构调整措施要求对不具备提供私人收益能力（环境成本较高导致

收益低）的产品供给者实行关停并转，或提供足够的短期援助来提高这种能力。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我

国各级政府落实生态文明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而且，随着环境标准的提升、管理更加严格，象限 ＩＩＩ 会向象

限 Ｉ 过渡。
象限 ＩＶ：收益被认为主要是私人的，并且在生态产品供给的合理期望内。 当然，规制仍然可能被用于要

求产品供给者提供这些惠益。 但是，由于产品供给者的自身利益是将这些环境成本内部化，且确保自身收益

得到保障并采取行动而不被视为侵犯私人权利的策略，教育和能力建设通常是首选的。 能力建设的措施可能

不限于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包括业务和资产规划和管理培训、支持组建生产者自治机构或协会等，通过减少

市场摩擦或综合考虑经济和生态目标，保障生态产品供给［５， ９］。

图 ２　 收益及产权矩阵：政策工具的合法性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３．３　 政策工具的合法性

在象限 Ｉ 中（图 ２），权利或许可证交易、环境税等

工具反映了“污染者付费”原则。 权利或许可证交易、
环境税都试图通过市场改革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 环

境税的政策初衷是生态产品供给者支付污染排放或生

态系统破坏的成本。 但因为生态产品供给者或消费者

只承担部分成本，并不能实现净损失为零。 权利或许可

证交易通过设置排放或开发上限、建立配额和信用抵消

的新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市场的建立以社会最佳方式

实现环境成本的内部化，是市场机制改革的重要手段。
规制或命令控制型工具是以政治手段，将污染治理

或生态产品供给的任务逐级下达给地方政府并对完成

情况进行考核，相对于其他工具具有较高强制性、缺少

灵活性的特点。 例如，一项要求保护森林的命令将适用

于所有森林，而不管其所提供的收益或管护成本如何。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治理（方案设计、监测、执法等）薄

弱、交易成本高等都会影响规制工具的政策效果［１９］。
象限 ＩＩ 中，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工具通过向生态产品供给者提供补贴以激励生产者参与其中，是将生态环

境效益纳入社会收益，并将产权责任市场化。 参与生态系统服务计划是以产生非现场服务为目的的对自然资

产管理的约定［１６］。 诸如拍卖之类的市场机制的引入可以用于识别能够以更低成本供给生态产品的生产者，
但也可以提供固定的激励支付方案，然后供给者可以在资产使用方式上进行评估并做选择。 此种情况下，会
产生新的产权安排（比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或排放权），供给者可以决定是否交易［３０⁃３１］。

“受益者付费”原则下，政府供给仍然是主流。 作为土地所有者及区域管理代理人，政府需要代表人民实

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众对自然资产保护的要求、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会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

提高，为了集体利益，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划定保护地、治理污染、保护水源地等提升生态系统承

载力，供给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虽然同引入市场机制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工具相比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但也

有推进快、直接的优点。
象限 ＩＩＩ 中，规制工具中的环境整治行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建立了产业退出机制。 建立产业相机抉择机

制，淘汰落后产业、治理环境污染，是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必要条件。 由于政府承担着发展经济、保护生态、改
善民生福祉的责任，所以在现行制度体系下，被授予了开展相关行动的权利，但要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处理好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象限 ＩＶ 中，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森林管理等标签向消费者传递的信息表示，生产者采取了可验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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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或环境成本的内部化［３２］。 消费者通过支付奖励生产者成本内部化的价格溢价来分担社会或环境成

本的责任，消除外部性影响。 企业标准也被放置在象限 ＩＶ 中。 以此标准要求生产者向其他供应链参与者证

明他们的生产行为满足一系列质量、安全、环境和社会标准的要求，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
能力建设措施也可能需要先于或伴随其他政策选择。 宣传教育和其他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工具是政

府的首选。 宣传教育对于收益及产权矩阵所有象限中的可行的政策工具都很重要。 由于它们很少涉及制度

或产权，因此不会引起争议。 ＣＢＮＲＭ 工具通常寻求鼓励适当规模的生态产品供给者之间的合作，通过利用

本土知识，鼓励社会学习，协调资产使用和保护活动，更有效地利用集体和国家自然资产。 ＣＢＮＲＭ 工具将可

持续发展视为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属于生态产品供给者继承的责任。 生态产品供给者之间的合作被视为一种

机会，可以提高他们履行这一责任的能力，并改善福祉。

４　 讨论

政策工具的分类及对具体政策工具理论依据、适用范围、合法性的探究表明政策工具在应用方面的差异

性和局限性，尤其面对多因素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在现行制度下，需要多种政策工具综合使用。 为维护自然

资产产权人权益，需要综合考量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之间的关系，保证政策实施的合法性。 此外，在研究政策

工具的同时，扩展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研究，建立“政策工具⁃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过程⁃生态产品”关
联，建立“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
４．１　 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

虽然市场机制可以用于追求明确的政策目标，但它不能用来决定目标的设置，例如，清洁空气和水的合格

标准，以及应该保护哪些生物多样性物种［９， ３２］。 所以市场和非市场工具不是相互替代，而是互补，所以需要

采用复合型政策工具。 绝大多数政策工具作为公共政策是多维度的，更多的是综合而不是在不同政策工具间

进行选择。 例如，为降低交易成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工具需要规制、宣传等工具的保障［１４］。
４．２　 加强制度能力建设

社会治理需要健全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 政策工具对生态产品供给行为的干预，除了要有科学理论依

据，还要进行现有制度下的合法性分析。 政策是处于变化中的，在现有制度体系下，要从问题导向入手，解决

信息不对称、产权界定不清、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产权人权益，处理好社会收益与私人

收益之间的关系，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４．３　 扩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不能局限于政策工具对于成本、收益的调整，要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建立

“政策工具⁃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过程⁃生态产品”关联，真正实现将自然资产、生态产品价值融入社会及个

人决策，实现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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